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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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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理评述了2005—2022年间发表在国内外管理学领域顶级期刊上的关于组

织能力微观基础的文献。首先，系统阐述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及发展概况。

其次，基于“个体—结构—过程”分析框架梳理了微观构成要素及其互动对组织能力涌现的影

响，评述了以往文献采用的研究方法。然后，总结组织能力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涌现机制。

再次，结合数字经济背景，阐述了数字技术的兴起如何改变传统微观要素构成和组织能力涌现

过程。最后，构建了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从不同角度对涌现机制提出未来展

望，为进一步推动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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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组织能力是组织利用各种资源执行一系列相互协调的任务、最终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

（Helfat和Peteraf，2003）。组织能力是战略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并被视为企业可持

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Sirmon，2021；Barney，1991）。在数字时代，新兴数字技术重新定义了

客户需求与市场竞争格局，不断催生出新的业态、商业模式与组织结构，在带来广阔机遇的同

时，也使得企业面临不确定性更高、挑战愈发严峻的经营环境（陈晓红等，2022；陈德球和胡晴，

2022）。因此，组织能力对于企业应对挑战、持续成长而言尤为重要，理解并揭示组织能力的构

建之道已成为企业迈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蔡

莉等，2024；陈衍泰等，2022）。近年来学者们陆续提出，组织亟须打造多种与战略或创业决策相

匹配的组织能力，诸如动态能力、吸收能力、双元能力、适应能力、联盟能力、研发能力、创新能

力和国际化能力（焦豪等，2021；Kim等，2022；Paruchuri和Eisenma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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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能力的概念由来已久且研究成果丰富，既往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解释组织作为行为

主体如何形成其能力，忽视了组织能力产生的微观机理，对于组织能力从何而来、如何演变的

理解仍相对有限，研究成果难以有效指导企业实践（Felin和Foss，2009；Foss和Pedersen，2016）。
例如，学术界虽然认识到动态能力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但研究者大多认为组织惯例是形成

其动态能力的基础。这种从宏观层面展开的研究无法揭示组织能力产生与涌现的过程，难以为

企业管理者打造与管理组织能力提供可操作的指导。

随着战略与组织领域微观基础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学者呼吁从微观基础视角展开组织

能力的相关研究。微观基础研究提供了一套广泛的研究启发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强调微观分

析层次及其跨层机制，通过探索低于组织层面的概念来揭示企业如何打造与发展组织能力

（Gavetti，2005；Felin和Foss，2009；Barney和Felin，2013）。微观基础的研究视角为组织能力理论

注入新的活力，不仅加深了对于组织能力构建的微观理解，更进一步打开组织能力涌现的过程

黑箱，推动组织能力相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Felin等，2012；Aggarwal等，2017）。
同时，组织能力的构建并不是企业内个体知识与能力的简单加总。由于企业决策者很难直

接针对组织能力进行管理，对于采取哪些行为和过程来构建组织能力尚无明确答案。微观基础

的视角将组织内的个体、结构与过程作为研究焦点，关注微观要素及其间互动过程，有利于帮

助企业决策者明确哪些微观要素及互动过程能够促进组织能力涌现（Gavetti，2005；Abell等，

2008；Felin等，2015）。只有深入理解组织能力的微观涌现过程，决策者才能有针对性地通过聘

用关键员工、设计组织结构、改变工作流程等具体管理活动培育所需的组织能力，为企业维持

并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可具操作性的理论依据。

尽管如此，当前基于微观基础视角的组织能力研究仍然较为分散。这体现在几个方面：首

先，尚未系统地研究微观层面的组织能力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学者大多就微观层面某个特定要

素展开研究，缺少关于微观要素之间的互动的系统性思考，尤其是组织能力的涌现机制。其次，

对数字经济作用于组织能力微观要素和涌现机制的认识仍知之甚少。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正

在重塑组织内个体的行为、互动过程及组织结构，深刻改变着企业组织能力的构成要素和涌现

过程，当前研究缺乏应对数字经济时代不确定性环境挑战下构建组织能力的明确指引。最后，

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西方情境，对中国制度情境作用于组织能力微观要素及其涌现机制亟需

深入的思考。关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制度下微观要素间互动及组织能力的涌现过程，将为深

化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提供支持。

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低于组织层面的微观要素，聚焦于组织能力涌现机制这一核心内容，

对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相关研究展开系统性的回顾梳理与文献述评，厘清组织能力的微观构

成要素、要素互动及其涌现过程，揭示组织能力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形成的内在机制。同时，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数字经济时代及中国制度情境如何影响企业组织能力的微观构成要素与涌

现过程演变，并构建了组织能力微观基础与涌现机制的理论框架，为中国企业应对数字经济时

代环境不确定性、创建竞争优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

 二、  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内涵与研究概况

（一）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内涵

1.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概念

微观基础是近年来管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尤其在战略领域（Foss和Linder，2019；
Felin等，2015；Aguinis和Molina-Azorín，2015）。微观基础研究的基本主张是还原论，认为宏观

层面的概念（如组织能力、企业绩效等）及其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应还原到微观层面的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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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Coleman，1990；Winter，2013；Abell等，2008）。换言之，微观基础研究是一种多层解释，侧重

微观分析层次及其跨层机制，关注自下而上的聚合过程，进而揭示组织层面结果的涌现机理。

尽管微观基础研究得到了战略与组织研究领域内学者广泛的关注与认可，但目前尚处于

探索阶段。对于微观基础的内涵与定义，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Barney和Felin，2013），因此亟须

厘清微观基础的概念，为理解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及其涌现机制奠定基础。

表1梳理了微观基础的定义。借鉴Barney和Felin（2013）与Felin等（2012）的观点，本文提出

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是通过低于组织层次的因素来解释组织能力的形成，强调微观层次在解

释中的优先性，集中考察个体、结构、过程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涌现机制。
 
 

表 1    微观基础的定义

代表学者及文献 微观基础的定义
Gavetti（2005） 管理者对战略决策问题的认知表现能够推动组织进行搜寻活动，促进能力积累

Felin和Foss（2005） 真正解释组织或任何集体的概念，需要从关键参与者的个体开始

Teece（2007） 差异化的技能、流程、程序、组织结构、决策规则等是组织感知、获取及重新配置
能力的要素

Eisenhardt等（2010） 个体及团队行为塑造的战略及动态能力，促进组织层面绩效的涌现

Barney和Felin（2013） 在任何关于微观基础的讨论中，组织层面的聚合及涌现都应该是研究的核心，探
讨个体层面因素的相互影响如何涌现到组织层面、聚合成组织层面的结果

Felin等（2015）
从微观层面个体行为和互动、过程与结构的角度来解构宏观层面的概念，了解组
织层面变量如何从微观要素的互动中产生，以及宏观层面变量间关系如何通过
微观个体行为与互动的中介作用受到影响，强调了分析的层次

Foss和Pedersen
（2016）

从低于现象本身的分析层次来解释现象的成因或相关的结果，强调较低层次的
个体行为和互动与组织层面结果的因果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2.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构成要素

个体、结构和过程是现有微观基础相关研究普遍认同的三个基本要素（Felin等，2012，
2015）。其中：（1）个体要素是微观基础研究的落脚点。企业的战略与绩效源自组织内个体。组织

内成员的认知、情绪、知识和行为对组织能力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2）结构要素指那些促进

或限制组织内个体和集体互动的条件（Felin等，2012），是企业基于特定目的设计的整合机制。

结构要素（如组织结构、部门及团队结构）通过影响组织内成员互动过程，从而影响企业的行为

选择。（3）过程要素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事件的发生顺序，强调了时间维度对个体间互动过程

及组织能力涌现所产生的作用，是理解组织能力涌现机制的关键（Felin等，2012）。个体、结构、

过程三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组织能力的涌现（Felin等，2012）。个体作为资源与能力的

载体和行动人，是分析组织如何构建能力的基本单位。组织结构需要个体支撑，组织内发生的

互动过程需要各层级的个体执行一系列任务与事件（Roscoe等，2019）。结构要素不仅为个体行

为和人际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更会影响个体之间知识流动、资源整合与机会利用等互动

过程。

近年来，群体也被视作另一种重要的微观要素。原因在于，战略领导或高管团队等群体的

特征、结构、心理属性及互动行为通过企业相关战略决策的制定，影响着组织能力的涌现过程

（Vera等，2022）。例如，高管团队成员向CEO负责，在组织内形成一个目标统一、共同行动的独

特群体，进而对企业所采取的战略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可见，群体通过进一步细化“个体”要素，

拓展了原有的“个体—结构—过程”分析框架，成为微观基础的构成要素之一。

3.组织能力的涌现机制

涌现（emergence）是微观基础研究的核心，也有学者将其称为聚合或转换过程（Barne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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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n，2013；Helfat和Peteraf，2015）。涌现是指企业内个体、结构、过程等微观要素之间相互作

用，进而促成组织层面变量发生变化的过程。组织能力并非企业内个体知识与能力的简单加

总，其涌现通常是个体、结构、过程等微观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Felin和Foss，2005）。
（二）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概况

战略与创业决策的制定、执行并转化为企业绩效与竞争优势，离不开不同类型组织能力在

连接个体行为和组织结果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桥梁作用（Soo等，2017；Augier和Teece，2009）。明
确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以及不同类型的组织能力如何实现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涌现，是理解

和实现企业组织能力构建的重要基础。

为更全面地理解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参考了焦豪等（2021）文献检索方法，从以下五个步骤

获取相关文献。第一，文献检索的期刊范围。本文选取了管理学领域高水平的国内外期刊。其

中，英文期刊限定为UTD 24本和FT 50本管理类高水平期刊，中文期刊则限定为CSSCI期刊。第

二，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本文以2005—2022年作为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原因在于，Felin和
Foss（2005）及Gavetti（2005）相对明确地讨论了组织能力微观基础这一概念，推动着战略与组

织领域的学者将注意力从宏观组织层面转向微观个体层面（Contractor等，2019）。第三，英文文

献的检索。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作为依据，以“microfoundation”“micro-level”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capability”①作为关键词在文章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展开检索，选

取文献类型为论文或综述论文，以及类别为Management 和Business。初步检索到260篇相关的

英文文献。第四，中文文献的检索。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为依据，以“微观基础”和“组织能力”作
为关键词，分别以题目、摘要、关键词为依据在目标期刊中检索，初步检索到67篇相关文献。第

五，文献筛选过程。本文每位作者对每篇文章进行了通读，并由其中两位作者通过“背对背”的
编码方式，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符或相关性较弱的文献，同时依据参考文献补充部分被遗漏的文

献。对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文献，由作者团队再次进行判别，形成进入述评的文献名单。最

终，本文得到了98篇文献（包括73篇英文文献和25篇中文文献）。

研究小组成员对上述98篇进行阅读与整理，对文献的发表时间、期刊分布及研究对象进行

归类，并归纳微观基础要素的不同维度，总结涌现机制等相关内容。经梳理，本文发现：

第一，时间脉络方面，2005—2022年期间，组织能力微观基础文献整体呈现出阶段性上升

趋势（见图1）。2012—2022年是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然而，大多数研究基于

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境展开，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数量偏少。国内研究起步于

2009年，直到2018年才逐渐关注到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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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数量变化趋势（2005-2022）

 ①检索用到的关键词为“ ((micro-foundation*) OR (microfoundation*) OR (micro foundation*) OR (micro-level*) OR (multilevel*) OR
(individual-level*)) AND ((capabilit*) OR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OR (capacit*) OR (compet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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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刊分布方面。英文文献主要发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等国际顶级期刊，中文文献主要发表于《管理世界》《外国经济与管理》《管理评论》

《管理学报》《科学学研究》等国内重要期刊（见图2）。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深入探究组织能力

的微观基础奠定了基础。

第三，研究主题方面。图3表明超过半

数的研究围绕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展开，

吸收能力、双元能力和适应能力紧随其后。

也有部分学者基于特定的研究情境探究运

营能力、国际化能力、创新能力、联盟能力

等其他类型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

 三、  组织能力的微观构成要素

遵循Barney和Felin（2013）、Felin等
（2015）的研究，本文从个体、结构、过程三

要素的角度进一步梳理组织能力微观基础

的文献。

（一）个体要素

个体是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重要因素（Foss，2021）。现有研究主要从战略领导、中层管理

者、基层与关键员工这三类主体相应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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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期刊发表平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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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主题分布图

 ①限于篇幅，本文只将发表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文献数量2篇及以上的期刊列示在图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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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领导

作为组织中的资源分配者与决策制定者，战略领导一直是组织能力微观个体层面的重点

研究对象（Contractor等，2019）。当前研究围绕战略领导或高层管理者的人力资本、认知结构及

社会网络等展开，探讨其对组织能力涌现与演变的影响（Foss和Linder，2019；Foss，2021）。
（1）基于职业经验、管理技能、隐性知识的人力资本。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不仅是企业构建组

织能力的关键资源，更是组织能力产生的起点。一方面，高管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是制定

决策与发展组织能力的前提基础（Soo等，2017）。例如，Distel等（2022）揭示了跨国公司通过聘

用有创业技能的企业家以提升内部高管的创业能力，进而推动动态能力的构建。另一方面，高

管经过长时间实践所积累的独特经验与隐性知识影响其对于内外部环境的判断与评估并为后

续决策制定提供了基本指导，影响组织能力的发展过程（Gaba等，2023）。
（2）基于动机、情感、启发式的认知结构。高管的认知表征、启发式与心理过程影响其资源

配置方式，塑造着独特的行为逻辑并影响组织能力发展过程。现有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基于个体差异形成的认知特征是高管判断与行为选择的基础（Kiss等，2020）。其次，高管认知

受有限理性约束，所应用的启发式与注意力配置影响组织能力的发展路径。例如Ott等（2017）
认为，管理者依据启发式及简单规则来灵活指导自身行动，节约认知资源，有效应对市场动荡

并采取更多行动来捕捉更多稍纵即逝的机会，从而塑造企业核心能力。最后，不同类型的心理

认知过程会影响高管对环境的判断与发展组织能力的相关决策。

（3）基于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管理者与组织内外多方利益相关者存在着正式

与非正式的社会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对组织能力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高管社会

网络的结构与质量决定着其接触信息的总量与渠道，影响组织内外成员基于知识共享、资源流

动的互动。例如，Mäkelä等（2012）发现，子公司HR经理通过多维度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的知识

影响着行为决策并塑造了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高管社会网络的辐射范

围、个人所处位置及嵌入程度存在差异，通过影响高管对组织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过程塑造着组

织能力涌现过程（Rogan和Mors，2014）。Paruchuri和Eisenman（2012）认为，占据中心位置或跨

越更多结构洞的发明者在企 业创新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影响组织研发能力的涌现与发展。

2.中层管理者

作为连接高层决策者与基层员工的重要一环，中层管理者的认知与行为也会影响组织能

力的形成与发展。他们不仅承担着战略决策上传下达与推动执行的重要角色，还要主动识别机

会发起自主决策（李炜文等，2022）。早期研究关注了中层管理者认知因素对于双元能力、动态

能力发展的影响（Taylor和Helfat，2009）。随着微观基础研究不断推进，学者们从更多元的视角

探究中层管理者的行为与互动过程，揭示其对于组织能力涌现的影响。例如，Tippmann等
（2012）基于知识搜寻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中层管理者如何运用不同的问题构建方式并通过知

识搜寻活动应对非常规事件以提高组织能力。

3.基层员工、关键员工及广义的个体

除高管人员之外，学者们开始关注非高管员工对组织能力涌现的影响（Teece，2007；
Helfat和Peteraf，2015）。这些非高管员工集中体现在基层员工、关键员工与广义个体三个方面。

基层员工方面，学者通过探究基层员工的认知与行为来揭示组织能力涌现。Salvato和
Vassolo（2018）揭示了个体层面员工的变革建议与行为如何通过建设性对话与高质量的人际

关系聚合为企业层面的动态能力。关键员工方面，学者关注知识人员、外派员工、技术专家的隐

性知识、独特经验及互动行为对企业构建特定组织能力的作用。例如，Kim等（2022）认为，从总

部培训后回归子公司的外派员工可作为知识转移的中间人，将自身从总部获得的隐性知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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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内部传授与应用等方式，实现个体知识的传播与创新，将个体层面的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层

面的吸收能力，进而促进子公司能力构建。广义员工方面，学者关注了广义员工间的互动过程

对于组织能力产生及演变的影响（邹波等，2019）。例如，Argote和Ren（2012）认为组织内的个体

发展的交互记忆系统可以用于集体编码、储存、检索知识，促进组织知识资产的组合与更新，是

动态能力的重要微观基础。

4.组织内的团队或群体

团队或群体也可视作微观层面特定的行动者①。现有基于团队或群体视角的研究集中关

注两个方面：一方面，群体或团队在特征、构成、认知等维度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深刻影响着其对

于组织能力价值感知与发展路径的选择（Pandza，2011）。例如，Bridoux等（2017）认为群体内个

人主义者和互惠主义者占比会造成群体认知差异，进而导致组织能力存在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关注群体层面的行为与互动对组织能力塑造的影响。例如，Vera等（2016）
认为，团队对于新知识的共同理解、合作经验、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互动

是即兴能力的微观基础。

（二）结构要素

组织结构是影响个体认知与行为重复性、模式化的正式设计，包含了正式的工作角色、管

理制度及非正式的沟通与连接，通常用来控制、协调工作活动与资源流动（卢艳秋等，2021）。个
体处于组织之中，其认知过程与互动行为必然受到组织结构的制约（Gavetti，2005）。从结构要

素视角进行的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主要考察组织内正式与非正式结构及组织间关联对于企

业内外成员之间互动及组织能力涌现过程的影响（Foss和Weber，2016）。
1.组织内的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

组织内正式结构体现着层级规范与权力分配，影响员工之间的关系模式与能力构建决策

的制定过程。当前研究更多围绕正式结构对于组织能力发展的影响展开，对于非正式结构关注

较少。例如，Kim和Makadok（2023）利用NBA球队数据，探讨组织内不同的工作结构如何影响

人力资本获取方式的相对有效性及组织能力发展。此外，组织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环

境变化而不断演变，组织结构的调整也会影响组织能力的变化。卢艳秋等（2021）认为数字化转

型浪潮使组织内部层级和外部边界逐渐模糊，组织结构向生态化、扁平化转变，促进了机遇感

知与战略调整，进而提升了动态能力。

2.组织内结构与组织外结构

组织内部与外部的沟通渠道以及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关系网络影响着组织能力构建

与涌现过程（Cohen和Levinthal，1990）。一方面，部分学者关注组织外的利益相关者，探究其认

知、行为与互动对于组织能力形成的影响。例如，冯永春等（2016）认为企业应该通过与客户及

外部活动者积极互动，根据特定需求打通内外部服务渠道等微观措施来提升动态能力与服务

能力。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将组织内外结构整合，探究其对能力发展的影响。例如，Prange等
（2018）认为组织内跨职能部门的协作、组织外跨边界的搜索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促成了动态能力的涌现。

（三）过程要素

尽管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认知结构、社会网络是组织能力涌现的重要微观基础，但仅

拥有资源并不能保证企业一定能塑造出特定的组织能力，必须采取一系列行动或流程来利用、

整合及开发现有资源。因此，组织内个体执行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及互动过程对于组织构

 ①遵循Felin等（2012）的研究，基于“个体—结构—过程”的三要素分析框架而言，企业内各类型的小组、团队及群体仍属于“个体”要素。若
遵循Vera等（2022）的研究，群体可以独立地被视为除个体、结构、过程要素之外的第四个微观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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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特定的能力而言至关重要。部分学者通过研究事件或行动的时间顺序，探究组织能力如何演

变，揭示能力的开发路径。例如，Zimmermann等（2015）认为，由战略领导自上而下发起的强制

性规章制定过程和由一线经理自下而上发起的涌现性规章制定过程，促使着各部门就某些关

键问题达成共识，化解了同时追求利用能力和探索能力导致的战略悖论，有利于组织双元能力

的提升。

（四）不同微观要素间的互动

当前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大多从个体、结构、过程中的某一特定视角展开，但要素之

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深入探究不同要素间的互动有助于深化对组织能力涌现过程的理解

（Sirmon，2021）。同时，组织能力的构建与发展需要多种微观基础的支撑，从关注某一类特定的

微观要素向探究多个微观要素共同作用的转变有助于推动微观基础研究的发展（刘立娜和于

渤，2019）。例如，Roscoe等（2019）认为组织内个体开展的知识交流等行为促进了组织内信息整

合，而这种个体间的互动行为发生在组织结构和内部流程的共同作用之下，有效的组织结构能

促进个体间的互动频率，灵活的流程鼓励个体从错误中学习，共同作用于运营能力的涌现。

 四、  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方法与设计

由于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涉及个体、结构、过程等不同类型微观要素，如何刻画这些微

观要素及其互动过程成为揭示组织能力涌现机制的一大挑战，通常需要学者选取恰当的研究

方法和独特的数据来推进微观基础研究。数字时代背景下，人机智能体的协同行为、组织结构、

内外部环境及其他微观要素之间的互动愈发复杂，对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开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杨晓光等，2022）。
通过系统梳理以往组织能力微观基础文献中关于研究方法与设计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

以往研究中超过半数的成果采用理论研究或案例研究的方法（具体请见表2）。其中，英文文献

涉及的研究方法更多元，包括理论构建、案例研究、二手数据、问卷调查、模拟、实验及混合研究

等。相比之下，中文文献涉及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多采用理论构建和案例研究方法。
 
 

表 2    研究方法分布与优劣势对比

研究方法
英文文献

（篇）
中文文献

（篇）
优势 劣势

理论研究 28 10
抽象微观要素及互动过程，推动理

论突破与创新
缺乏数据支撑与检验

案例研究 19 9
直接获取丰富的微观数据，细致刻

画组织能力涌现过程
追踪耗时长，样本限制，研究结论

缺乏普适性

问卷调查 12 3 收集丰富的微观层面数据
样本质量、选择偏误，因果识别

问题

二手数据 6 2 公开数据获取便捷，认可度高
变量界定困难，难以体现微观要素

之间的互动过程

实验 2 0 获取数据相对精准，明确因果机制
样本选择与实验程序的设计容易

受到质疑

模拟 1 0
缓解微观数据获取限制，刻画过程

机制
模型选择及参数设置合理性容易

受到挑战

元分析 0 1
借助以往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普遍结论，相对客观全面
论文筛选主观性及研究质量容易

受到质疑

多方法 5 0
有效规避单一研究方法的弊端，研

究设计更加全面
工作量大、实施难度较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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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往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研究涉及多种研究方法，但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适用

于不同的研究情境。组织能力并非凭空产生、一成不变，而是在诸多微观要素持续互动的过程

中逐渐涌现与动态演化而成。因此，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所涉及的多个分析层

次，更需要关注能力涌现过程所体现的时间嵌入性。然而，定量的研究方法大多忽视或难以细

致刻画组织能力涌现及演化过程。案例研究方法有利于全面地捕获多个分析层次及微观要素

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而揭示组织能力的涌现机制。以往采用案例研究法的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

究通常选取一家或多家典型企业，通过多次深入访谈、观察及其他可获取的企业公开资料，描

述不同类型的微观要素并提炼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而揭示组织能力如何从微观到宏观层

面的涌现。虽然案例研究有利于获取丰富的微观数据，进而抽象出组织能力涌现机制，但有限

的样本及特殊的案例背景也使得研究结论的推广与普适性受到质疑（Vera等，2016；Roscoe等，

2019）。鉴于案例法对开展微观基础研究的独特优势，学者们应予以重视。纵向案例研究尤其有

助于学者长期追踪案例企业，细致观察并描述组织能力发展过程中不同决策主体的行为及其

他微观要素在组织能力涌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深入刻画组织能力的生成性与演变过程，以更

好地揭示组织能力涌现过程的复杂机制，为回答企业如何构建组织能力的问题提供指导。同时

为规避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在研究设计方面可以辅助问卷调查、模拟仿真等其他研究方法，进

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对于实证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多轮问卷发放收集丰富的微

观层面的数据，进而通过跨层分析揭示组织能力的涌现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问卷调查方法

也面临着数据质量、选择偏误、因果识别等诸多挑战。部分学者使用公开的数据库开展组织能

力微观基础研究，虽然数据容易获取，但也面临着微观层面个体数据获取难度大、关键变量界

定困难、研究设计难以体现个体之间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互动过程及结果涌现过程等诸多

挑战，仍需要补充并整合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补充案例研究或实验，弥补原有的研究设计

局限。

模拟仿真、实验、脑神经科学等前沿方法有利于更全面地揭示微观要素之间的互动行为及

组织能力动态涌现过程。一方面，借助计算机再现活动基本场景的计算实验方法有利于刻画微

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从而揭示组织管理的复杂性及演化规律

（盛昭瀚和张维，2011）。因此，学者们可以借助多智能体仿真建模（Agent-based model）和模拟

的方法来缓解微观数据获取限制，刻画“从微观个体到宏观结果”的演化过程，更全面地揭示组

织内微观要素的互动过程。比如基于理论和经验事实设置相关参数而开展的模拟仿真，可进一

步结合案例研究获取的现实企业真实数据，不断优化模型的参数设置，使模拟结果更符合现

实。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研究涉及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也可以采用实验的方式，通过实验组

与控制组的操纵厘清微观要素作用过程的因果机制，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随着脑神

经科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也可以借助脑电技术模拟企业工作场景并观测微观个体的变化，进

一步探讨个体在与其他微观要素互动过程中相关认知功能关联脑区的活动差异，打开组织能

力涌现的过程黑箱。虽然模拟仿真、脑电实验等方法有利于揭示组织能力的涌现机制，但由于

操作难度较大、使用门槛较高等制约，目前仅有极少数研究采用。

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通常还需要学者开发独特的数据来支持。例如Kim和

Makadok（2023）选择利用NBA球队的赛季数据及联盟规则改变作为外部冲击来检验个体、结

构及工作流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组织能力发展。作者将每支球队视为一个竞争组织，每队

球员视为关键资源。由于篮球队规模较小，每位球员对团队的整体贡献更容易衡量和体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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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开发独特且巧妙的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微观层面要素互动对组织能力获取的影响机制。

此外，以往研究根据不同类型组织能力的特性，选择特定的研究情境与设计。例如，围绕即

兴能力展开的微观基础研究，通常在案例企业或问卷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多聚焦于初创企业或

选择医疗健康、互联网等技术要求高且环境动荡性高的行业样本。围绕吸收能力展开的组织能

力研究偏好选择多行业背景的企业，这类企业很难保持所有涉及领域的高水平知识储备，更需

要吸收不同背景的知识型员工及内部互动，有利于揭示吸收能力的涌现机制（Distel等，2017）。

 五、  组织能力的涌现机制

微观基础研究的核心在于，解构宏观概念，同时深入探究微观因素如何互动及作用于组织

层面结果的涌现机制（Abell等，2008）。对于涌现机制，学者们围绕组织能力如何从微观层面自

下而上地聚合到宏观层面进行了刻画。比如，Barney和Felin（2013）指出微观层面个体行为、互

动过程和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往往会使得宏观层面变量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Schreyögg和
Kliesch-Eberl（2007）认为能力是社会互动的产物。Felin和Hesterly（2007）强调个体层面因素在

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认为个体的共同知识以特定方式聚合成组织层面的知识与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相关理论（如经济学理论、社会学制度学派）也对微观主体的角色进行

了探讨。然而，这些理论往往将组织内个体视为同质的或完全受环境因素影响的（Foss和
Pedersen，2016）。比如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组织内的决策主体都会收集

全部信息，做出最理性的决策。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学者们的确没有必要研究微观主体的

作用。此外，社会学制度学派认为所有的决策主体都会按照制度规范做出决策。如果这一假设

成立的话，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决策者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然而在现实中，组织内的决策主

体并非完全理性的，也并非完全受环境因素制约和塑造（Contractor等，2019）。正因如此，对组

织能力的微观基础，特别是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涌现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

梳理现有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后发现，虽然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学者们大多聚焦于特

定要素，将个体、结构、过程等微观要素对组织能力的作用割裂开来，对于要素之间采用何种互

动方式仍然缺乏明确阐释，尤其对于组织能力涌现过程和内在机制亟需深入剖析与统合。因

此，在系统梳理组织能力微观基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炼出四种涌现机制（见表2），并从

代表性理论、研究对象与转换过程等角度对组织能力从微观到宏观的涌现机制进行阐释。

（一）管理者认知基础反映

认知能力涉及个体感知、筛选信息以及概念化的方式，是个体行为与决策的基础。企业高

管作为组织的关键决策者，其认知基础与认知能力是组织能力形成的关键因素。因此，管理者

的认知基础通过影响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关注、判断与行为选择，最终导致企业差异化的决策过

程与组织能力选择，该过程即为管理者认知基础反映驱动的组织能力涌现机制，代表性理论为

高阶梯队理论，即企业组织能力的选择、构建与演变均为高层决策者价值观和认知基础的反

映。具体来说，企业内的管理者无法掌握外界所有的信息与资源情况，只能在自身视野范围内

进行选择性的观察与解读。因此，创业者或管理者的价值观、启发式及认知特征决定了其对于

相关信息的解读与理解，其认知模式与过程有不同的偏好与倾向，差异化的认知过程会影响个

体的行为选择，最终导致企业差异化的决策过程与组织能力选择。

Helfat和Peteraf（2015）从高管个体层面分析动态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正是这一涌现机制

的代表。他们认为，高管在注意力与感知方面的认知能力通过专注特定的信息决定如何识别环

境，影响感知机会与威胁的动态能力；解决问题和推理相关的认知能力通过思维过程设计商业

模式和投资决策，影响获取机会的动态能力；语言、沟通和社会认知相关的认知能力通过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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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激发员工主动性来克服战略变革阻力，影响重组资产的动态能力。总之，高管个体在不同

维度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异，这些异质性会影响其动态管理能力有效性及行为决策，进而影响组

织层面的结果，该过程即为管理者认知基础反映驱动的组织能力涌现机制。

虽然以往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企业关键决策者基于动机、价值观、启发式

的认知特征与过程，但管理者认知基础反映所驱动的涌现机制将微观个体局限在企业少数的

高层管理者，忽视了除高管外的其他个体，而组织能力的涌现过程离不开中层管理者的上传下

达、执行落实，也离不开基层员工的任务执行与信息反馈。尤其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物

联网、人工智能及新兴通信技术的应用推动着企业基础资源逐渐模块化、数字化。面对日益激

烈的竞争，企业需要更快速地定位并响应顾客需求，身处一线的基层员工及中层管理者能更快

速地获取市场信息与用户诉求，越来越多的决策由他们直接做出，企业高层则更多提供支持性

服务。因此，对于组织能力的构建而言，中层管理者与基层员工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社会互动

组织能力并非企业内成员所拥有能力的简单加总。企业内个体间的互动会使组织能力发

生出乎意料的变化。组织能力可能大于或小于组织内成员能力的加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既是微观基础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更是组织能力涌现的关键。以往部分组织能力的研究认为

组织惯例是组织能力的基础，然而组织惯例就是组织内个体间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因此揭示

组织能力如何涌现就需要关注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社会互动涌现机制的代表性理论是企业

行为理论。基于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组织内个体无法选择实施最优备选方案，只能通过多种

形式来简化决策问题，根据预期绩效，设定并搜寻满足目标的解决方案（秦玲玲和孙黎，2019）。
因此，组织内关键个体依据各自利益形成主导联盟，进而通过谈判、协商等互动过程做出战略

选择并塑造组织能力，该过程即为社会互动驱动的组织能力涌现机制。

Srour等（2022）围绕董事长和CEO之间工作关系的研究是这一涌现机制的代表性论文。他

们揭示了工作关系通过塑造组织内沟通氛围，进而构建知识创造及组织韧性相关能力的过程。

具体来说，董事长与CEO之间的工作关系始于结构化的组织框架，基于此双方明确自身角色与

职责，推动角色互补，形成开放的沟通模式；在结构化路径的基础上，双方进一步共享目标与价

值观，形成认知认同并进一步发展人际关系，相互信任，形成更强的关系连接。董事长与CEO工

作关系以个体行为与互动为基础，随着双方互动及关系不断深化，组织层面的沟通氛围与流程

也不断推进，组织内的信息与知识在交流互动中转化为新知识，推动组织能力的发展。

以往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但涉及的个体仍

局限在企业内少数关键个体，聚焦在董事会或高管团队成员，缺乏对于除高管之外的员工影响

作用的探讨。此外，社会互动涌现机制所考虑的个体互动模式仍然比较单一，主要涉及企业内

关键个体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形成主导联盟，但现实中企业内个体的互动过程更加复杂。

（三）人力资本聚合

个体是组织能力微观基础分析的落脚点，依附于个体而存在的经验、技能、知识等人力资

本不仅是个体行为决策的基础（Campbell等，2012），更是组织能力涌现的关键因素。企业为构

建组织能力并实现特定的目标，需要聘用掌握特定技能与知识的员工。企业内所有员工的技

能、经验与知识的简单聚合推动组织能力构建与演变，该过程即为人力资本聚合驱动的组织能

力涌现机制，代表性理论是战略人力资本理论。传统的战略人力资本研究更多关注人力资本专

用性程度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其认为员工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越高，其人力资本更适用

于本企业，员工流动所带来的个人损失更大，进而导致议价能力降低，企业更容易留住拥有特

定人力资本的员工并利用其人力资本实现发展。因此，企业从组织内外获取发展所需的员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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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措施，通过聚合并利用全体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来实现组织能力的形成与演化。

Stadler等（2022）关于拥有创新技术的工程师的流动对于企业能力与绩效影响的研究是这

一涌现机制的代表性论文。聚焦工程师这一类特殊员工，他们认为拥有特定知识与技能的员工

在公司内部流动是一种重新配置资源的重要形式。由于经验与专业知识依附于个体而存在，员

工在企业内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为知识转移提供了渠道，有利于克服转移障碍，促进资源重组

与组织学习，是组织建立新能力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跟随员工迁移而来的新知识与技术还

可以与迁入单位原有的知识及其他组织因素相互作用，产生替代或互补的差异化效应。

以往诸多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围绕不同类型员工的人力资本展开，积累了丰富的成

果，但也忽视了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人力资本不同于其他有形或无形资源，它并不被企业所

拥有。当前研究涉及的人力资本聚合的涌现机制更多是企业内所有员工人力资本的简单加总，

其隐含假设为企业能够有效利用这些人力资本，但事实上，企业拥有人力资本不等于能有效利

用。现实中也存在企业虽然获取了拥有特定人力资本的员工，但无法有效利用该资源实现特定

目标。另一方面，当前研究中的人力资本聚合的涌现机制简化了个体间的互动过程，忽视了其

他复杂多样的互动形式。以往研究多认为个体是被动接受组织的甄选，忽略了个体也会主动选

择适合自己的企业（Teece，2007）。比如从同化（Homophily）、模仿（Imitation）、明星员工（Star
employee）吸引作用的角度考虑，企业当前雇佣的员工会影响未来吸引哪些个体加入。

（四）自上而下驱动

组织内成员共同合作是企业构建组织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条件。以往研究大多

关注少数高层决策者的个体特征与行为的影响，部分研究扩展到除高层之外的其他个体，探究

处于不同层级的个体之间如何互动，进而推动组织能力涌现。其中的机制主要是组织目标或战

略领导自上而下的驱动过程，即首先由企业高层制定组织目标，然后根据组织层级逐步分解并

落实目标，进而推动组织能力发展与演变。自上而下驱动机制的代表性理论是目标框架理论。

根据该理论，组织内存在多个目标。企业需要建立目标协调与调整的治理机制，高层领导者需

要通过明确的支持来确保首要目标得以实现。该首要目标会通过抑制其他目标、激活特定知识

来影响组织内个体的认知过程与行为偏好。具体来说，组织内各层级成员的动机与行为受到来

自高层决策者首要目标自上而下驱动过程的影响，承担特定的角色与责任，被激励参与共同生

产，依据共同目标选择行动，并为实现共同目标做出努力，在此过程中促进组织能力涌现。

Dixon等（2007）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如何采用差异化领导方式自上而下地影响

企业组织学习与组织能力的发展。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高管团队首先意识到需要主动变革并

适应环境挑战，继而需要将高层的理解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组织。在企业变革初始阶段，高

管利用自身权威，通过相对专制的领导方式打破以往管理传统对组织学习与能力发展的限制，

通过吸纳外部高管、专业培训等方式推动利用式学习，以此发展吸收能力、运营能力。在第二阶

段，高管团队采用更具参与性的管理方式，鼓励冒险、创新，促进探索式学习，进一步提升战略

灵活性和组织吸收能力，该过程即为组织目标或战略领导自上而下驱动的组织能力涌现机制。

以往研究中，自上而下驱动的组织能力涌现机制涉及的互动过程较为简单，仅考虑了由组

织目标或战略领导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现实中，中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具有主观能动性，并

非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对于高层传达的组织目标也会有自己的理解与期望，并通过组织内正式

与非正式的沟通渠道自下而上反馈信息，影响高层决策或组织目标的调整。因此，自上而下驱

动的涌现机制忽视了组织内成员互动过程中的反馈机制和循环过程，默认中基层员工是被动

的接受者，从而忽视了来中基层员工自下而上的过程对于组织能力构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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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组织能力的涌现机制总结

涌现机制 管理者认知基础反映 社会互动 人力资本聚合 自上而下驱动
代表性理论 高阶梯队理论 企业行为理论 战略人力资本理论 目标框架理论
研究对象 高管 组织内关键个体 全体员工 全体员工

个体理性假设 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 经济理性 有限理性

转换过程
决策者对环境的不同
解读决定企业的行为

选择

关键个体互动过程
塑造组织的行为

选择

企业内员工人力资
本的简单加总

组织目标或战略领导自
上而下地影响员工认知

与行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六、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数字时代下的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

以往关于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多聚焦于传统的组织能力的涌现，数字经济时代新的

环境特征对其提出了新挑战，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机遇。智能化的数字技术、网络化平台化

的商业模式以及基础资源和能力的数字化与模块化是数字经济的三个核心要素（陈晓红等，

2022）。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个体、结构和过程等要素及其间的互动关系，数字技术与传统的微

观要素深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传统组织能力的涌现过程（Svahn等，2017），更迫切要求企业打造

数字时代所需的新型组织能力（Park和Mithas，2020），如AI能力（李树文等，2023）、大数据能力

（马鸿佳等，2023）、组织复原力（周晓雪和崔淼，2023）、边界跨越能力（周文辉等，2023）及数字

化相关的平台能力、转型能力等，以更好地利用数字资源与技术、创新产品与服务，应对内外部

环境变化，助力数字化转型以维持竞争优势。

1.数字技术对个体要素的影响

从个体要素而言，数智技术运用对传统微观基础的核心假设“企业内人类个体是决策主

体”提出挑战。首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经验及认知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智能化的数字

技术从辅助工具逐渐演变为参与企业决策的主体，使得“个体”要素的组成发生变化，利用基于

算法的信息搜索与模拟预测的优势，部分数智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自动做出决策的能动性，

可以作为个体的组成部分嵌入组织中，影响组织资源编排与学习过程，改变组织能力塑造过

程，应该被视为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关键个体因素（Sirmon，2021；Murray等，2021）。其次，

数字技术对组织内成员素质与技能提出新要求，通过影响组织内成员互动方式进而塑造组织

能力。面对海量数据与新兴技术，管理者决策基础与方式转变，平台型、数字化的领导风格更有

利于推动组织学习、修正认知偏差，组织内个体更注重数字技能与经验，强调数字化思维及认

知模式转变，推动组织数字化能力涌现（Verstegen等，2019；刘松博等，2023）。最后，人类单主

体向人类个体与数字技术交互的双主体转变，改变了组织能力涌现过程（Shrestha等，2019；吴
小龙等，2022）。人类个体虽然存在认知局限，但其直觉、启发式及情绪感知等是独特能力，数字

技术具有算法与信息搜索的优势但缺乏自我意识和社交能力，需要人类为其设定目标。组织依

据所面临的环境动态性、任务类型等选择恰当的人机交互模式，减少冲突并发挥双向优势，促

进组织能力培育与涌现。

当前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仍聚焦于通过考察企业内不同类型的人类个体的认知、情

绪、知识及互动行为来解释传统组织能力的形成。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及微观基础研究的推进，

学者们对于个体要素构成的理解更加多元化，但对于非人类个体的数字技术如何限制、补充和

替代人类个体的决策和行动，与人类个体结合形成不同的人机互动模式，双个体协同作用通过

何种机制改变组织能力形成与涌现过程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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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技术对结构要素的影响

从结构要素而言，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得组织外个体与企业内部个体的互

动愈加频繁，为组织跨越边界创造条件。越来越多企业从传统的科层制转向平台型、生态型组

织或采用临时团队等更灵活柔性的组织结构（魏江等，2019；黄晓芬和彭正银，2018；Stonig等，

2022），通过构建商业平台与创业生态系统，尝试与组织外的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资源互换与

整合活动，组织内外部互动关系发生改变，重塑着组织能力的涌现过程（罗兴武等，2021）。首
先，数字技术的推广促使组织进一步开放创新，组织外个体的作用日益重要。Boons和
Stam（2019）的研究表明，组织通过识别特定知识背景的组织外成员，将其吸收并纳入组织创

新计划中，发挥其差异化背景的优势以提出创造性观点或方案，推动创新相关能力的形成。其

次，平台型或生态型组织结构下，企业处于不同的位置节点，主导者及边缘者拥有不同的网络

影响力，在资源获取、配置效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影响组织能力的形成。处于结构核心节点的

企业积极搭建平台，建立联结关系获取资源，提升组织机会开发能力（Svahn等，2017）。最后，组

织内外不同主体的竞合关系与互动模式更加多元，内外驱动共同影响组织能力涌现。例如，

Lobo和Whyte（2017）认为，参与复杂项目生态系统的企业，相互之间协调合作，适应和学习其他

公司的软件和流程，使用数字技术在参与公司之间创建共享身份，利用现有知识构建组织能力。

当前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重点仍关注组织内部结构与组织边界内个体互动过程对能

力涌现的影响。在数字时代情境下，新兴的组织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内成员与外部多方利益相关

者的互动过程，企业如何通过结构设计突破组织边界和约束机制，协调组织内成员与组织外多

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分配与资源整合，内外主体共同驱动组织能力涌现的过程还缺乏深

入系统的分析，这些现实问题对当前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提出了新挑战。

3.数字技术对过程要素的影响

从过程要素来讲，数字经济时代冲击着以往按照职能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第一，

基层员工身份转变及自我领导成为新趋势，自下而上地影响组织能力涌现过程。企业大量的基

础资源和能力实现数字化和模块化，为快速创新以响应顾客需求，企业需要加快向下赋权，更

多基层员工与市场直接对接，管理者更多提供支持性服务（戚聿东和肖旭，2020）。基层员工较

以往拥有更多决策权和更高自主性，自下而上发起互动进而影响高层决策，重构组织内互动与

能力涌现过程。第二，企业构建组织能力的过程并非发生在真空当中，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情

境导致组织能力的形成与涌现过程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考虑微观要素所处情境的影响作

用（Vera等，2022）。一方面，中国的制度文化情境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以往组织能力微观

基础研究多在西方情境下展开，难以解释中国制度文化情境下企业内个体、结构、过程的互动

过程及结果的涌现机制。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探究中国特有的制度文化对于组织能力涌

现机制的影响（焦豪等，2021b）。另一方面，虽然中西方企业都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但数字经

济对微观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及组织能力涌现过程的影响仍然受到制度文化背景制约。已有

研究多从不同角度单独探究数字经济对组织内成员互动过程、能力构建与战略转型的影响（陈

衍泰等，2022；戚聿东和肖旭，2020）。但不容忽视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情境”由中国独有

的制度文化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共同塑造，中国独特制度文化背景与数字经济发展相结合共

同塑造出独特的微观要素互动特征，对组织能力涌现产生差异化影响。

当前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重点考察企业高层如何通过中层管理者进而影响基层员工

这一自上而下的过程发起互动从而打造组织能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多一线员工或基层团队

自下而上驱动着信息传递、资源流动与组织能力形成。基于战略领导的自上而下驱动与基于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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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自下而上驱动如何协同发起互动进而影响内部决策及组织能力涌现过程的演变仍有待探

究。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情境”如何影响组织能力的涌现过程仍需要进一步挖掘以构建更加

情境化、更为系统的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理论模型。

4.数字技术对组织能力涌现过程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对不同类型的个体和组织在感知、理解、运用数字资源与数智技术上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学者们不仅要关注动态能力、吸收能力、双元能力、国际化能力等传统组织能力的

涌现过程，更要关注数字时代所需的新型组织能力，探究企业如何打造不同类型的数字能力以

适应环境变化、支撑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再者，数字经济时代颠覆了诸多基本假设，拓展了传统

的“个体—结构—过程”三要素分析框架，赋予微观基础要素更广泛的内涵，改变着组织能力的

涌现过程。因此，从涌现机制的角度来讲，数字经济时代下微观基础构成要素的新特征及要素

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诸多变化，推动着组织能力涌现机制由原来的人类个体驱动向人类个体

与数智技术相结合的双个体驱动转变、由原来的组织内成员驱动向组织内成员与组织外群体

相结合的内外驱动转变、由自上而下驱动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向驱动转变。

本文遵循“个体—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并评述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的相关研

究，总结了四种代表性的组织能力涌现机制，并结合当前数字时代背景，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微

观要素及涌现机制演变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综合性

概念框架（见图4），以完善并拓展现有的理论范畴，推动情境化的组织能力理论创新，为企业应

对不确定性环境、创造竞争优势和获取价值提供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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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整合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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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研究展望

涌现机制是组织能力微观基础研究的核心，但过往研究对于组织能力涌现机制的探究与

总结还相对不足。整体而言，以往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研究大多在西方情境下展开，涌现机制

的总结也多以西方企业为基础。东西方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强

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关于组织能力涌现机制的提炼与总结可以尝试将东方思想与西方理论

结合，进一步展开对话以增强理论的普适性①。例如，以往组织能力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创始人

依据自身积累经验而形成的启发式可用于指导决策制定，推动资源配置与组织能力形成。在东

方思想中，诸如《周易》中提到的“元亨利贞”，可视为诸多因素相互作用进而不断发展的全过

程。借助“元亨利贞”的思想可以重新审视创业者或战略领导对于组织能力涌现的驱动作用。

“阴阳”“中庸”等东方哲学也可用来理解组织内部化解冲突、协同多主体、整合资源以促进多种

组织能力涌现过程。

此外，当前关于组织能力涌现机制的总结，多以一般意义的成熟企业为基础，未能充分考

虑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例如，创业企业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部分，以往研究关注创业者

的认知表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Prashantham和Floyd，2012；Baron和Tang，2011）；也探究了

创业企业的组织结构设置与个体互动模式（Pryor等，2016）等，不同类型的微观要素相互作用，

通过影响创业者或团队的信息搜索、机会识别与资源配置等行动，影响创业企业组织能力的产

生。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创业模式与组织形式，创业主体更加多元，参与模式更

加灵活，更多依托创业平台和生态系统发起或参与创业，创业企业独特的微观要素互动构成及

组织能力涌现机制仍有待更多的关注与探索。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关注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国有企业、重视控制与传承的家族企业，通过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企业情境下微观要素

之间的独特互动机制及差异化的组织能力涌现过程，尝试开发反映中国特色、对其他国家或地

区企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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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is critical for enterprises to g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Prior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develop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including dynamic capability,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ambidexterity.
However, it is still unclear what managers can do to develop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then
develop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how individual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interact and contribute to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This paper also
delineat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tudies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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